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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与拓展过程中，视角与时空、师承与交游，无疑起了非常重要

的作用。研究视角的转换能发现新对象、新面相，新视角的发现者或者运用者在拓展研究领域时最常用的策

略是时间上的前后延伸，空间上的伸缩。师承关系和交游常形成一个研究团队。研究团队中既有同声应和，

也有互相碰撞，它使新的学术方法、学术理念和学术观点得以产生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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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与拓展受

众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师承与交游、视角与时空的

转换无疑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社会史倡导整体

史，对社会史研究进行反思，不仅要从学术内在脉

络出发，还应该分析支撑学术发展的外在理路。
要深入地理解近三十年来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使

社会史研究迈上新的台阶，从视角与时空的转换，

师承与交游入手进行一些具体的探索未尝不能寻

找到一些有效的途径。对社会史进行整体评述，

或是对其中某些领域的回顾与展望时，这些因素

时不时会被提及，①不过，如何辩证地理解其积极

与消极的方面，仍有进一步反思的空间。本文即

用社会史的视角探讨近三十年来的社会史研究，

考察影响社会史研究的内外因素，并以此为切入

点理解近三十年的学术转型。

一、视角: 对象与面相

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得益于研究视角转

换。1902 年，梁启超发表了《新史学》等文，倡导

历史研究由上层社会转向下层，由政治史转向文

化史。20 世纪前半期，社会史在史学变革的旗帜

下逐渐发展起来。20 世纪 50 至 80 年代，社会史

一度沉寂。文革之后，思想得到解放的学者们开

始转换视角，提倡研究民间的、社会的、普通民众

的历史。研究视角的下移，发现了无限丰富的社

会史研究课题，促使了社会史的繁荣。社会史复

兴之初的理论分歧之一为社会史究竟是历史学的

一个分支学科，还是一种新的视角。②其实两种主

张之间存在关联: 视角的转换发现了一个新领域，

这个领域逐渐发展成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视角转换不仅从上而下，也有上下互动、社会

与思想的互动。社会史内部的一些具体研究方

向，如社会文化史等便强调研究视角的互动。社

会史研究在视角上强调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下

层之所以称之为下层，它一定相对于上层而言，民

间社会的方方面面之所以存在也是相对于国家、
政府、政治而言。社会史研究又以整体史为目标，

仅仅聚焦下层、聚焦民间社会如何称得上是整体

史? 于是学者开始提出，社会史研究的视角要在

上下层之间移动，揭示国家与民间社会之间的互

动。1980 年代后期，刘志琴、李长莉等学者不满

足于文化史、思想史的精英化、文本化取向，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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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 他们也不满足于社会史

所描述的客观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认为要注意

隐蔽在人们社会行为背后的精神因素。刘志琴、
李长莉等先生提倡用社会文化史的视角研究历史

上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之间的互动。
经过学者们的不懈努力，社会文化史已经成为近

代史研究领域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研究热点。③

通过不同视角观察同一个研究对象，常呈现

出横看成岭侧成峰的丰富面相。商会史研究中很

明显地能观察到视角的多次转换对该领域的推

动。
1980 年代初期，中国大陆的商会史研究开始

兴起之时，中国史学界基本上还处于革命史研究

视角的笼罩之下。章开沅等学者不再抽象地争论

近代革命的性质，而是转换视角，试图通过商会寻

找到资产阶级，继而考察商会在中国革命中的政

治态度和动向，以判断革命的性质。引入了商会

后，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革命的讨论建立在具体

社会组织基础之上，使革命史落在实处。1980 年

代后期，在中国学术界兴起了研究现代化理论的

热潮，马敏、朱英等学者从革命史研究视角转向现

代化视角来观察商会。这使研究者们从政治作用

之外开始更多地注意商会的社会属性、角色定位、
组织结构、功能作用和现代性等问题，较之仅仅强

调商会的阶级属性是一大进步。④1990 年代，商

会史的本土探索过程中恰逢“公共领域”与“市民

社会”理论以及运用该理论进行研究的海外中国

学传入中国，马敏、朱英等学者又以“市民社会”
的视角展开商会史研究，把商会作为“市民社会”
的一个组成部分予以分析。⑤

革命史视角下观察了商会在革命中的作用;

现代化视角下商会本身作为社会组织得到重视，

并将之置于传统与现代变迁的脉络里予以观察;

“市民社会”视角下注意到商会是众多社会组织

的一个，并以之为切入点讨论了它们所构成社会

的特质，以及这样的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商会史

研究的轨迹先从政治史走向社会史，又从社会史

的角度重新审视政治史，推动了史学研究的不断

深化。
视角转换能发现新的研究对象，产生新的研

究领域，形成新的理论和方法，丰富了我们对历史

的认识。发掘新视角，是学术创新之源。视角犹

如生命，常有草创、应用、扩展、新意递减的过程。
视角的生命历程在研究中常常经由时间的延伸，

空间的伸缩而完成。

二、时空: 结构与变迁

社会变迁是社会史研究的主题。社会变迁的

研究需要拉长时段进行分析。另外，研究者入手

可能针对某个时间段的对象进行研究，取得一些

成果后，对该时段再展开研究的空间不大，于是不

得不转移阵地，研究同一对象的前后时段。时间

序列是可前可后的，但囿于资料等因素，社会史研

究中往往是时段下限往后延伸的居多。社会史研

究时段的后移不仅表现为个人的选择，学界作为

一个整体也存在这种趋势。
1980 年代社会史复兴时，尚看不出太多的厚

今薄古。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近代社会史研究

已经蔚为大观。2005 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

史研究所社会史研究中心发起、联合全国各高校

及研究机构举办了首届近代社会史会议。十年

里，从青岛到乌鲁木齐，从贵阳到苏州，从襄阳到

保定，共举办了 6 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

讨会。每次都有来自海内外的学者逾百人参加，

已经形成中国近代社会史领域研究者定期交流最

新成果的常设平台。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兴盛由此

可见一斑。
近几年，社会史研究时段的后移还有一个新

趋向: 不仅抗战时期的社会史研究较为活跃，当代

社会史的研究也开始大幅推进。如首都师范大学

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研究中心，研究范围向建国

后扩展，对建国早期婚姻家庭变迁进行研究，取得

了系列成果。又如山西大学对集体化时代的研究

等，⑥都反映了这种“时段后延”趋向。
中国地域广阔，社会史研究中常见地域空间

的伸缩。有的研究城市，有的研究乡村，还有的研

究城乡。各类主题下又分为江南、华南、华北、东

北、西南、西北等大区域; 还有分省研究，如河南、
山东、广西、山西等等; 一省之下再分为闽北、闽南

等地理空间; 甚至研究范围可缩小为某一个或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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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村庄。
城市史研究中地域空间的 伸 缩 尤 为 明 显。

1990 至 1993 年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个城市

研究团队相继出版了《近代上海城市研究》、《近

代天津城市史》、《近代重庆城市史》和《近代武汉

城市史》四部著作。⑦1990 年代初，有关学者开始

考虑扩大研究范围，将近代城市史研究从个案研

究的层次提升到区域研究的层次。对东南沿海、
华北、长江流域等区域城市系统、城市群体进行研

究。1996 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学者出版了《东南

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 2002 年，《长江沿江城

市与中国近代化》出版。⑧

空间的伸缩不仅体现在研究范围的扩大，而

且还在于空间的缩小。城市史研究细化、深化的

另一个策略是将城市划分为不同的小空间，用显

微镜式的手段来观察分析。王笛将观察的对象聚

焦于茶馆等空间。⑨“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
就包括数本以空间为维度的专著，如关于公共活

动场所茶馆、饭店、旅社、浴室、广场、菜场、公园、
影剧院、书场、游乐场、跑马场、跑狗场、赌场和校

园生活的研究。⑩

水利社会史研究中，学者们对诸如闽台、太湖

流域、两湖流域、关中及山西等区域水利工程的组

织与管理、用水规则与水利习俗、水利纠纷的发生

与解决等方面进行了探讨。灾荒、慈善史的研究

学者按照行政区域、地理单位研究了各个地方的

灾荒与救济。
社会史研究中对研究对象的时间段做前后延

伸便于观察其变迁，对空间进行伸缩有利于分析

其多样性及普适性。视角创新属于少数作品，大

量跟进的研究未必有多少视角方面的创新，不过，

它在时空上伸缩增加了更多的案例，能使某种视

角得到验证、修正和传播，并成为常识，普及之功

不可抹杀。

三、师承: 团队与基地

新视角的产生及实践往往依赖师承关系和交

游。师承、交游等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史研究。学

术变迁中的师承由来已久，也被研究者广泛关注。
论者多从薪火相传的角度观察，也有学者从学术

行业生态的视角加以讨论，瑏瑡本文主要从学者代

际更替、团队建设等方面关注师承对社会史研究

的影响。
文革前有所成就或获得一定学术、行政地位

的学者，1980 年代重新进行学术研究，成为 1980
年代以来社会史研究的第一代学者。他们大多二

三十年代出生，此时已经五六十岁，年纪已经不

轻，加之学术或行政工作繁重，他们对社会史等新

领域的研究可能存在种种设想，投入繁重学术研

究的时间和精力却难以保证。一些老师开始带着

学生进入社会史研究领域。第一代学者的早期学

生四五十年代生人居多，也有部分六十年代生人，

许多具体课题主要由这批学生协助完成，可以把

他们看着第二代学者。第二代学者引领、甚至笼

罩了这三十年的社会史研究，三十年社会史研究

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他们的学术成长史。第二代

学者多在 1990 年代推出代表作，获得学术声誉与

学术地位，并开始招收研究生。其前期的研究生

多为六七十年代生人，他们可以称为第三代学者。
第三代学者细化了第二代学者的研究领域，把研

究对象在时间在上前后延伸，在空间上不断伸缩，

内容上也更加具体、细致。
前辈学者对后辈的影响，往往在于指明学术

方向，发现一些新的研究领域。正是师生的配合，

一些设想才能变成实实在在的学术研究，一些领

域才能得到深入、细致的研究。章开沅先生“有

一个深夜忽发奇想，觉得自己的一生好像一只忙

忙碌碌的老鸡，成天到处啄啄扒扒，如发现什么谷

粒、昆虫之类，便招呼小鸡前来‘会餐’。”“小鸡”
可以泛指后辈学者，但实际上多为自己的学生。
有时导师要帮助学生确定研究题目，老师发现学

术富矿后，自然而然就会想到将此作为学生的研

究选题。同时，学生了解导师的学术兴趣、熟悉导

师的研究意图，可以很好地遵照导师的要求完成

各种课题，导师也信任自己的学生。章开沅先生

1980 年在苏州市档案馆勘察苏州商会档案的史

料价值，1991 年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检阅中

国教会大学史档案的收藏状况，都为后辈学者的

学术成长起了导引作用，开辟了商会史研究、教会

大学史研究等新领域。瑏瑢1980 年代初，傅衣凌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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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研究”，带着研究生和

年轻老师收集了很多民间文献，其学生郑振满等

先生利用这些资料开始了乡村社会史的研究。瑏瑣

师承关系有助于培养学术人才。1930 年代，

顾颉刚先生通过教学，学术指导以及办《禹贡》讲

座等培养了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等历史地理学

者; 1980 年代，后者分别推动复旦大学、北京大

学、陕西师范大学等处成为历史地理研究的中心。
以复旦大学为例，1980 年初，葛剑雄先生即帮助

谭其骧先生处理日常的工作，随其参加学术会议、
工作会议，承担了《国家地图集·历史地图集》、
《肇域志》整理等重点项目的工作。1978 年以前，

葛剑雄先生与历史地理学界毫无接触，通过几年

的工作，对学术界的状况相当熟悉; 毕业后就开了

课，担任了有关课题组的负责人。瑏瑤在谭其骧、侯

仁之、史念海等学者的用心培养下，其弟子们及再

传弟子纷纷成长为人口史、移民史、环境史、生态

史、医疗疾病史等方面的专家。瑏瑥

学术研究可以单打独斗，往往也需要团队作

战。具有学术声誉、社会资源和行政资源的研究

团队往往会组建研究所或研究中心。各类历史研

究所、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
社会史研究中心往往由老师创办，弟子及再传弟

子为骨干。它们以团队力量争取国家和学校的各

种支持，设计并完成各项课题，推动学术交流，加

强对青年学生和教师的培训。老师为一展宏图，

需要学生们鼎力相助，而学生们借助老师搭建的

平台，快速成长。师承关系是建立研究团队的重

要基础。这些研究所、研究中心成为社会史研究

的重要基地。社会史从边缘走向学术主流，乃至

成为一些地方学术的中心，研究所、研究中心无疑

是重要的推手，而师生几代人协力合作是推手的

力量所在。

四、交游: 应和与碰撞

现代交通、通讯、出版业的不断发展，学术经

费的增加，学术活动自由度的提高，为学人交游提

供了越来越多的便利条件。
社会史的复兴有本土的内在探索，也有域外

的影响。学人交游既有国内不同地域、不同学科

之间的交流，也有国际间的合作，国内外的交流往

往又交叉发生影响。中山大学陈春声、刘志伟和

厦门大学的郑振满等先生的交游对学术的影响就

是很好的案例。
陈春声、刘志伟和郑振满等先生的交游可溯

源到到傅衣凌和梁方仲先生。郑振满先生 1982
年师 从 傅 衣 凌 先 生 攻 读 研 究 生。梁 方 仲 先 生

1952 年后一直任教于中山大学历史系，汤明檖先

生长期任其学术助手。刘志伟先生 1980 年随汤

明檖先生读硕士。陈春声先生 1982 年随汤明檖

先生读硕士，1986 年师从傅衣凌先生读博士。
1984 年，加拿大学者丁荷生先生到厦门大学

做博士论文，郑振满先生就经常与他一起跑田野，

到各处看仪式，收集文献资料。1985 年前后刘志

伟与萧凤霞、科大卫、陈其南等先生相识。此时，

萧凤霞先生已经开始与刘志伟、陈春声等先生合

作，在华南珠江三角洲等地区从事田野调查。刘

志伟与科大卫先生比较紧密的合作是到了 1988
年后开始的。1991 年前后，萧凤霞先生在香港募

到一笔捐款，她请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的陈其

南先生牵头主持一个项目，并建议陈其南与刘志

伟先生商谈有关事宜。他们最终策划了“华南研

究计划”。大陆由刘志伟先生负责，他找了厦门

大学的陈支平、郑振满，广东的陈春声、罗一星等

先生。香港中文大学的陈其南，香港科技大学的

蔡志祥，美国耶鲁大学的萧凤霞，牛津大学的科大

卫等先生共同完成该计划。1993 年陈其南离开

香港中文大学，该计划在制度运作的层次上便实

际终止了，但该计划聚集起来的研究群体在此后

有了更加密切的合作交流。在这些学者的推动

下，2001 年成立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

2003 年创办《历史人类学学刊》，2003 年开始连

续举办历史人类学研讨班，数十项历史人类学研

究项目得以进行。正是学者的交游使历史人类学

研究在华南蔚然成风，而这股风还从华南吹向全

国各地。
郑振满与丁荷生，刘志伟、陈春声与萧凤霞、

科大卫、陈其南等人的合作也许具有偶然性，而长

期合作则有必然性。凭傅衣凌、梁方仲及汤明檖

等先生的学术声望，丁荷生、萧凤霞等先生去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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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中山大学寻找合作伙伴，很可能会想到傅衣

凌、梁方仲、汤明檖等学者，此时他们身边的弟子

刚好有郑振满、刘志伟、陈春声等人，丁荷生与郑

振满等人的合作就顺理成章了。中山大学和厦门

大学素有研究社会经济史的传统，其领军人物傅

衣凌与梁方仲等先生的学术声望和学术交往也对

郑振满与刘志伟等人的合作起到或多或少的作

用。陈春声既是汤明檖先生的学生，又是傅衣凌

先生的弟子使闽粤两个研究团队之间的合作有了

更多的契机。
郑振满与丁荷生等人初次接触并不意味着他

们将长期合作，而事实上此后他们有长达数十年

的合作，这可能基于共同的学术兴趣，共同的学术

认知和学科、知识的互补。郑振满、刘志伟等人都

意识到，一种比较有深度的观察和比较有高度的

认识，不是一个人可以做出来的，一定要跟朋友

们、同行们有很多的交流; 一些对历史的新认识往

往是在许多的讨论、争论中激发出来的，而不是靠

一个人的智力苦思冥想出来的。瑏瑦他们各自有不

同的学科和知识背景，如萧凤霞等学者是人类学

家，而刘志伟等学者是历史学家，即便是刘志伟与

郑振满等学者同为历史学家，他们的知识储备、关
注的主题也不完全一样，对历史的见识更不会人

人一样。研究对象一样，并不妨碍他们做出不同

的解读，从而避免了同质性研究，也使他们在争论

中和谐相处了几十年。
除了私人交往，学会等组织、学术讲座、座谈

会、学术会议和期刊等都成为学人交游的重要平

台。如 1986 年召开了第一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

该研讨会每两年召开一次，至今已经召开了 15
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常常由十几二十个学术单

位协办，参会学者多在一百人以上。研讨会极大

地促进了社会史学者的交游，各具特色的会议主

题一定程度上引领了社会史的研究。
研究团队和个人的交游过程中，共同的学术

兴趣，共同的学术认知使学者们互为知己，一唱百

和，以团队的力量凸显某种方法、某些领域的魅

力; 学科、知识的互补使学者们发生争执、争论，碰

撞中闪现思想的火花。

五、反思

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与拓展离

不开研究视角的转换，循此发现了历史研究的新

对象，认识了历史的新面相。新视角的学术价值

需要通过一定数量的实证研究来展示。新视角的

发现者或者运用者在拓展研究领域时最常用策略

的是时间上的前后延伸，空间上的伸缩。这些研

究可以证实或证伪新视角，也可以运用同一视角

观察不同对象以增进对历史的认识。中国社会史

研究的复兴与拓展归根到底由历史学者来完成。
师承关系和交游常形成一个研究团队。研究团队

中既有同声应和，也有互相碰撞，它使新的学术方

法、学术理念和学术观点得以产生和传播。视角

与时空、师承与交游，推动了社会史，乃至整个史

学以及其他学科的发展。
视角与时空、师承与交游，对近三十年来中国

社会史研究的复兴与拓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然

而也需对此进行反思。
首先，合理对待视角的多样性与整体性。任

何视角观察到的历史都是众多面相之一，无论哪

种新视角都存在盲点，局限在所难免。社会史研

究追求整体史，就需要多视角。研究者要意识到

以自己的视角替代、遮蔽其他视角，或者惟我独

尊，贬斥其他视角均非上策。当满目的多样性视

角，混乱得以致不能发现整体性时，社会史追求整

体史的梦想也将破灭。当每个地方得出一个地域

性特征，学者又将如何寻找到共同的话题，如何沟

通、交流学术? 把各具特色的碎片拼成一幅幅整

体性十足的画卷，应当成为社会史研究的目标。
其次，适度把握新视角与个案研究的关系。

新视角与各个时空中个案研究之间存在悖论: 一

方面，新视角的运用、传播，必须依靠实证研究方

面量的积累，否则不断更新视角，打一枪换一个旗

号，琳琅满目的新视角、新结论会令人目不暇接，

甚至无所适从，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该视角的解释

力又何以体现; 另一方面，用同一视角观察同一对

象，或者多个对象，随着使用频率的增加，适用领

域的增加，影响力越来越大，但同时其理论方面的

新意会逐渐递减，后来的一些研究成果并不能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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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新的面相，往往只是为该视角添加新证据、新注

脚，甚至伤害到该视角本身的价值。研究者发挥

特长，各安本分，做好学术分工，有助于适度地运

用新视角进行实证研究。发掘新视角能力较强的

学者，做出一些示范性的实证研究后，集中精力开

拓新视角，有利于引领社会史研究迈上更高的台

阶。发掘新视角能力不强的学者，努力把某些视

角琢磨透，做些精致的实证研究以贡献于学术界，

而不是热衷于填补时空中的空白，增加地方史掌

故。时空中的空白填不胜填，而且有些历史画卷

中需要留白，花无穷之精力和金钱进行画蛇添足，

将整个历史画面填得满满的反失画卷之美。
第三，寻找新的学术生长点。研究团队中第

一代学者是某些领域某些视角的开创者，第二代

学者使该领域该视角研究走向成熟，第三代学者

涉足该领域该视角时，该领域该视角往往已经进

入新意衰减期。随着第一代学者的淡出和第二代

学者的荣退，第三代学者已经或者即将占据某些

学术、行政的要津。第一、第二代学者的追随者可

能需要选择固守旧阵地，还是用新视角观察旧领

域，抑或开拓新领域新视角。有的团队比较成功

地找到了新的学术生长点，如南开大学冯尔康、常
建华等先生在宗族史等领域取得较大成绩，余新

忠等学者又开启了医疗社会史、环境史。一些学

术单位为了防止学术上的近亲繁殖，为了避免学

术成果的同质性，也采取了种种措施。然而也有

不少团队的第三代学者没有寻找到新的具有高辨

识度的学术生长点。
第四，提高研究成果的识别度。现在与三十

年前的学术环境已经大有区别。三十年来积累的

研究视角不胜枚举，开拓的研究领域几乎是应有

尽有，得出的结论五花八门，现在很难寻找到学界

没有运用的视角，没有耕耘的领域，没有得出的结

论。在各种因素的刺激下，学术成果海量增加，众

声喧哗里一项成果的价值要被人认识、发现变得

十分困难，成果要产生广泛影响力，形成一呼百应

的局面更是难上加难。现在资讯发达，只要发现

一个新视角、新领域、新材料，后继者常常如蝗虫

扑面，瞬间演绎完所有的变化，将所谓的新意蚕食

殆尽。第三代学者恐怕不得不思考如何提高成果

辨识度，如何在激烈而短促的竞争节奏中突破重

围而占有一席之地。如果学者个人或团体能够取

得高辨识度的成果，无疑是对社会史研究的推动，

也将引领社会史研究登上新的高度。
上述几点反思是当今社会史研究无法回避而

又亟待解决的。个人的禀赋，知识结构与阅历，所

处团队与交游圈的层次各异，切入解决该问题的

路径不一，答案还在未来的探索之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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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pectives，Temporality-Spatiality，Scholarly Lineage，
and Socialization: The Ｒise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o-Cultural History in the Past Three Decades

Tang Shichun

Abstract: In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al history in the past three decades，Per-
spectives，Temporality-Spatiality，Scholarly Lineage，and Socialization have been playing a signifi-
cant role． The shift of perspectives can find new subjects and new dimensions． The most frequently
applied strategy that scholars who employ new perspectives is to stretch temporal and spatial frames．
Scholarly Lineage and socialization help create a research team，a research center，a research insti-
tute，and a school of style． Colleagues talk to and debate against each other and thus produce and
disseminate new approaches，thoughts and arg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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